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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高等教育结构性重构与知识经济持续扩展的背景下，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的角

色正经历从“教育参与者”向“价值共创者”的深刻转型。本文基于泰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教育改

革实践，构建“参与—协同—共创”三阶段跃迁模型，系统分析企业在高教治理体系中角色演化

的制度逻辑与组织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战略跃迁是由市场机制驱动、政策干预引导与知识流动

支撑的三重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阶段递进性、机制嵌套性与结构适配性的特征。在此基

础上，文章提出优化企业教育行为的制度路径，包括：增强市场激励与教育效能之间的反馈通道，

完善绩效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多层次知识流动平台，以及推动区域产教融合协同治理生态

的制度化重构。研究不仅为理解企业在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功能演化提供理论支持，也为全球南方

国家推进教育现代化与产业人才协同提供比较视角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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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st 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enterprises are undergoing a strategic role transition within the university-indust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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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tion (UII) ecosystem—from peripheral participants to institutional co-creators of educational
value. Drawing on the reform trajectories of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Thailand,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stage transition model—Participant, Collaborator, and Co-Creator—to eluci-
dat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underpinning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role transition of enterprises is driven by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of
three mechanisms: market-driven demand alignment, policy-enabled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and
knowledge-mediate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dynamic coupling among
these mechanisms and identifies key structural conditions for role ascension. Policy recommen-
dations include enhancing market incentives for enterprise engagement in education, developing
performance-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building multi-layered knowledge exchange platforms, and
institutionalizing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s for UII.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theoretical un-
derstanding of enterprise behavior i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nd offer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merg-
ing economies advancing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talent-industry alignment.sights for poli-
cymakers aiming to fost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university-industry ecosystem.
KeywordsUniversity-Industry Integration; Enterprise Role Transition; ValueCo-Creation; Knowl-
edge Flow;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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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高等教育加速转型与知识经济持续扩展的双重推动下，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

已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结构性变革。无论是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深度嵌入，还是在

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企业主导型教育实践，亦或是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逐步推进的“产业导向

型教育模式”改革中，企业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均从单一的实习接纳者、用人单位，向教育共建、

人才共育、机制共治的多元主体转型。这种转型标志着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边界的模糊化与组织

角色的重构，也对传统教育治理与教育供给逻辑提出了根本挑战。

随着“University-Industry Integration (UII)”、“Work-Integrated Learning (WIL)”、“Tr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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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x Model”等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广，企业在教育系统中的战略角色正在从教育的外围
参与者逐步跃升为制度共创的核心合作者。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企业在产教

融合过程中的功能边界、治理结构与行为动因存在显著异质性。尤其在新兴经济体中，企业对教

育体系的参与往往存在“功能错位”“边缘参与”“治理缺位”等问题，限制了教育系统服务产业

创新与国家发展的能力。

以泰国为例，近年来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推动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包括设立

职业教育发展基金、推广“Sandbox”创新学院模式、鼓励产业联盟共建人才培养平台等。然而，
在具体执行中，企业大多仍停留在资源支持者或实训场地提供者的角色上，缺乏主动设计课程体

系、共建教学模块或参与治理评估等制度功能。这一现象在其他亚洲国家亦普遍存在，反映出企

业在高教系统中角色转型路径尚不清晰，缺乏理论支撑与路径引导。

因此，厘清企业在产教融合中从“教育参与者”到“价值共创者”的战略跃迁机制，揭示其

角色演化背后的管理逻辑与组织条件，已成为理解高教治理现代化与教育结构重构的关键切口。

这不仅是对高等教育国际趋势的响应，更是推动教育系统与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实现双重价值创

造的理论诉求与实践需要。

（二）研究问题与核心假设

本文试图回应如下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企业在参与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战略角色如何演化？是否存在从边缘协作向核心治理的

跃迁路径？这一过程是否具有阶段性与机制可识别性？

第二，促成企业角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哪些？尤其在制度逻辑与市场逻辑交汇的情境

中，企业如何实现教育功能与产业目标的融合重构？

第三，企业成为价值共创主体后，其在教育体系中的治理能力、组织嵌入度与协同方式将发

生哪些变化？这一转型如何嵌入到国家高教政策与区域产业战略之中？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从战略管理、组织行为与教育治理三个维度切入，探讨企业如何从

“外围协作—中层协同—价值共创”的三阶段路径中完成制度角色跃升，构建符合知识社会与高

等教育新生态要求的产业教育融合逻辑。

（三）研究路径与结构设计

本研究立足于价值共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与多边治理框架，构建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战略

角色转型逻辑模型。理论上，企业的角色变化不仅源于政策激励和市场驱动，更深植于其组织能

力的演化、知识治理机制的优化以及与高校、政府之间协同关系的制度重塑。本文提出，企业的

转型路径可被分为三个阶段：参与阶段（Participant Stage）、协同阶段（Collaborative Stage）与
共创阶段（Co-Creation Stage），每一阶段均对应不同的组织机制、制度关系与价值创造逻辑。

方法上，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为主的理论建构路径，结合跨国政策比较与典型机制提炼，以解

释型理论框架呈现企业战略角色演化的结构特征、作用机制与实践边界。由于企业参与教育系统

的方式在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强调框架的“适应性”而非“标准化”，以便为不同发展

阶段、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国家提供具有可迁移性的分析视角与政策参考。

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阐明研究背景与理论动因；第二部分梳理企业在教育治理

中的角色定位演化，构建分析维度与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提出战略角色转型的三阶段机制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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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第四部分分析企业由“资源输出者”向“制度协作者”跃升所需的组织能力与协同条件；第

五部分提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推动企业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化共创路径建设。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企业在教育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演化

在传统教育体系中，企业通常被视为教育的外部服务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接收高校培养的人

才或在学生实习阶段提供一定的实践场地。这种“供给—需求”线性逻辑源于工业化社会教育与

产业之间的功能分工，即教育系统负责人才“生产”，企业负责人才“使用”。在这一逻辑下，企

业参与教育的形式往往是低频、不持续、缺乏制度化嵌入的外部协作关系。

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教育系统面临着从封闭型育人向开放式协

同的结构重构，企业逐渐被赋予更复杂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同步推进背景下，企业在教育领域的参与已不再局限于资源供给者或岗位实践方，而是

逐步走向机制共建、人才共育、项目共研的深层次协作。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均有显现，例如

德国“双元制”模式中企业承担法定培训责任；新加坡推动企业参与“技能未来”（SkillsFuture）
平台建设；泰国和马来西亚则逐步构建“产业导向型”课程标准体系。这些国际经验表明，企业

角色正发生从“外围参与”向“平台共建”的战略跃升。

在中国，企业角色的战略转型也正处于关键期。自《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职

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等政策实施以来，企业参与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均显著提升。然而，部
分企业仍停留在“提供设备”“安排实习”层面，缺乏课程共建、师资共育、制度协同等深度嵌

入。学界对此已有一定关注，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描述性层面，缺乏对企业角色演化机制的结构

化剖析。

综上，企业在教育系统中的角色并非静态不变，而是伴随制度变革、组织动能与价值机制而

动态演化，其转型过程需超越“协作层”理解，进入“治理层”分析。对此，有必要引入更具解

释力的理论框架以支撑企业角色转型的多维机制分析。

（二）价值共创理论的教育适用性

价值共创理论起源于 Vargo与 Lusch于 2004年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 SDL），其核心观点是价值并非由企业单方创造、用户被动消费，而是在多主体互动过程
中协同生成。相较于传统“价值链”理论强调企业内部效率最大化，价值共创理论强调“平台化

协作”“用户参与”与“资源整合”的复合机制。

将价值共创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意味着要突破“高校育人、企业就业”的线性链条，将企

业视为教育价值的共同建构者。这一视角强调教育成果的实现必须依托于产业实践、职业标准与

岗位真实情境，进而主张高校与企业之间建立目标协商、过程协同与结果共享的治理结构。近年

来，“共建课程”“双导师制”“共评人才”“共育标准”等实践形式，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现实映

射。

在产教融合框架下，企业价值共创的行为结构可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层级：（1）共识层：企
业与高校协同定义人才培养目标与能力结构；（2）共建层：共同开发课程内容、设计教学场景、
嵌入职业标准；（3）共评层：参与过程性评价、结果反馈与质量监控；（4）共利层：通过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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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项目孵化、就业对接等方式实现教育成果转化。

上述层级表明，企业从教育系统的外围输入方逐步转向内生治理者，其角色由“功能性协

作”演化为“结构性嵌入”，体现了价值共创逻辑下的制度性跃迁。这一跃迁要求企业不仅具备

参与意愿，更应拥有战略意识、协同机制与治理能力。

（三）组织协同与制度嵌套的理论基础

企业角色的跃升不仅依赖理论理念的变革，更依赖组织层面的制度适应与结构构建。从组织

行为学视角出发，企业能否有效完成从参与者到共创者的角色跃迁，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与高

校、政府之间的协同能力。

协同理论强调，合作不仅是任务协作，更是目标共识、机制耦合与制度联动的过程。Thomson
& Perry（2006）指出，有效的协同应建立在“共同治理”基础之上，涉及权责平衡、激励共享
与风险共担。在教育场景中，企业协同能力的构建涉及组织沟通、流程对接与信任生成三个维

度：（1）沟通维度要求企业能够理解教育逻辑，具备政策翻译与教学语言转化能力；（2）流程维
度要求其将教育任务内嵌于自身业务流程，如设置教育专责部门、对接教学评估机制等；（3）信
任维度要求其与高校形成稳定、规范、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建立长周期、非临时性协作机制。

制度嵌套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协同能力最终应转化为其制度层面的结构性能力，形成

“教育—产业”双逻辑下的组织适配与制度编码。这种嵌套能力包括：（1）战略适配能力，即企
业能否将人才培养纳入其战略投资系统；（2）机制耦合能力，即企业能否在制度层面承接政策要
求、设计教育方案并保障实施落地；（3）文化认同能力，即企业内部是否形成教育认同感与育人
共识，从而实现角色身份的稳定化。

上述组织能力的系统生成，是企业实现从教育参与者向价值共创者战略跃迁的组织基础，也

是衡量其在教育治理结构中是否“真正嵌入”的关键标准。

（四）综合分析与理论框架构建

基于上述文献与理论综述，本文认为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的角色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教育参与者”，企业以资源投入与边缘参与为主；第二阶段为“协同合作者”，企业通

过流程嵌套、机制协作介入教育体系；第三阶段为“价值共创者”，企业在组织、制度与认知层

面实现与教育系统的深度整合，成为育人过程与教育平台的战略主体。

每一阶段的跃迁不仅体现行为模式的变化，更体现价值逻辑、治理结构与组织能力的系统升

级。因此，企业战略角色跃迁不仅是“功能转型”，更是“制度演进”与“治理重构”。为此，本

文构建“企业战略角色跃迁三阶段模型”，提出“制度逻辑—组织行为—价值共创”三维结构作

为解释框架，强调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应承担不同的教育责任与治理功能。

三、企业战略角色跃迁的路径模型与机制分析

（一）角色分阶段演进：从“参与者”到“共创者”的战略跃升

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的角

色日益复杂化，其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习提供方或设备支持方，而是逐步向教育协同治理的

重要力量演进。从战略行为和制度逻辑的视角出发，企业在教育系统中的角色可划分为三个阶

段：教育参与者、协同合作者与价值共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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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企业作为教育参与者，其主要行为特征是以资源投入或外部协作为主，参与教育

的方式多表现为设立实训基地、捐赠教学设备或接受学生实习。这类行为大多具有项目驱动、政

策引导和临时性特征，企业对教育系统的介入处于外围状态，组织内部未建立常态化的教育职

能，也缺乏将教育纳入战略布局的意识。

第二阶段，企业转向协同合作者，其参与行为开始嵌入教育流程内部，不仅提供外部资源，

还主动参与课程设计、教学评价与实训组织等环节。在这一阶段，企业往往设立教育合作部门、

参与高校教学委员会、共同开发教学标准，体现出教育协同的结构性进展。此时企业与高校之间

的合作逐步制度化、流程化，企业的教育行为不再是“配合式”，而转变为“机制内生型”。

第三阶段，企业作为价值共创者，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发生本质转变。企业不仅在

教学活动中拥有深度参与权，更在制度设计、课程体系构建、人才评价标准制定等方面与高校共

治共建，成为教育平台的共同主导者。此时，企业通过组织重构与制度耦合，将教育功能内嵌于

自身战略与运营体系，实现了从外部协作主体向系统共建者的跃迁。

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企业战略角色跃迁的基础路径。其演化过程体现出从“资源输入”到“制

度协同”再到“价值共治”的递进逻辑，是一个由外部嵌套走向内部主导、由短期项目向长期机

制转化的动态过程。

（二）角色跃迁的驱动机制：制度激励与组织能力的协同生成

企业战略角色的跃迁并非自然演进，而是在多重机制协同作用下形成的战略性行为调整。首

先，外部制度激励是企业角色发生初步转变的关键因素。政策授权、财政补贴、评价指标引导等

制度工具构成了企业进入教育系统的“准入门槛”，尤其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政策驱动仍是企业

教育参与的首要推力。

但制度激励具有有限性，企业能否实现从参与到共创的跃迁，根本上取决于其组织内部能力

的建构。一方面，企业需要建立面向教育目标的组织单元，包括教学研发部门、教育资源中心、

课程标准办公室等。另一方面，企业应具备教育项目管理能力、教学内容开发能力与知识转化能

力，将教育行为纳入其主业务系统的流程网络，实现制度协同与资源整合。

此外，企业对教育行为的战略认知是决定其跃迁深度的重要变量。如果企业将教育视为公共

事务或政策任务，其参与行为往往停留在表层响应层面；而当企业将教育视为构建人才生态、推

动组织再生产与参与行业规则制定的重要路径，其教育行为才会具有持续性、系统性与自主性，

成为推动角色跃迁的内在驱动。

（三）跃迁过程的制度边界与协同条件

尽管企业战略角色的跃迁具有理论逻辑与行为动因，但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制度边界、协同

障碍与能力瓶颈等多重挑战。首先，教育系统的封闭性与惯性结构可能限制企业的制度嵌入。在

以学术为导向的高校体系中，企业介入教学往往遭遇“合法性赤字”与“话语边缘化”，难以在

课程标准、教学设计与人才评价中获得对等地位。

其次，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区域差异性也构成企业教育行为可持续性的外部制约。一些地方政

策存在短期化倾向，政策设计与执行存在“频繁更替—低效补贴—短期激励”问题，使企业难以

建立长期协同预期。

此外，高校的开放意愿、行业协会的协调能力以及中介平台的资源组织力等因素，也深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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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企业在教育系统中的嵌入深度与制度协同性。高协同水平的生态环境将有助于形成企业、政

府、高校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制度基础，而协同水平不足则容易导致企业在制度结构中孤立化、

边缘化。

因此，企业战略角色的跃迁不仅取决于自身能力与意愿，更依赖于一个良性的、多元主体参

与的制度生态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政府负责制度激励与制度空间开放，高校提供学术支持与资

源通道，企业以组织能力与战略愿景推动协同运行，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则构建中介平台与制度

接口，共同形成稳定、高效的价值共创体系。

（四）角色跃迁路径的整合分析与政策启示

综合来看，企业从教育参与者向价值共创者的战略跃迁，是一个多阶段、嵌套性强、协同驱

动的组织转型过程。其成功转型不仅需要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更依赖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重构

与教育功能的战略嵌入。基于此，本文提出企业角色跃迁的路径逻辑应遵循如下基本序列：

第一步是认知建构阶段，即企业形成对教育系统战略意义的认知，将教育行为纳入组织目标

系统，并启动初步资源配置。

第二步是能力建构阶段，通过组织学习与项目实践，逐步积累教育管理、教学开发与平台协

同的组织能力。

第三步是机制耦合阶段，企业开始与高校、政府、平台机构形成制度化协同机制，实现教育

行为流程内嵌与治理共建。

最终进入系统共创阶段，企业与高校共同参与教育目标设定、标准制定、课程设计与成果评

价，成为具有制度地位与协同主导能力的共创主体。

在此基础上，相关政策制定者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优化制度空间，设定清晰的企业教

育参与边界与权利义务框架，降低制度进入门槛；二是推动绩效导向的合作评价体系，增强企业

教育行为的可见性与合法性；三是建设中介平台与制度接口，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效率，营造企业

战略转型的外部制度环境。

企业在教育系统中的战略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政策激励、能力成长与结构协同的共

同作用下不断重构的过程。未来，推动企业从教育参与者向价值共创者迈进，不仅是实现教育现

代化的关键路径，也是构建以共享治理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支点。

四、三重机制的交互逻辑与协同结构分析

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战略角色跃迁，不仅是单一主体的组织行为转型，更是多重制度机制交

互演化的结果。前文从企业自身的演进路径出发，分析了“教育参与者—协同合作者—价值共创

者”三阶段模型的行为特征与组织基础。但企业的战略跃迁，并非在真空中展开，其背后依托于

更深层次的制度环境与系统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构成了影响企

业角色变迁的三大核心机制。它们既是外部驱动力，又是制度耦合与能力生成的重要来源。

本部分将系统梳理三重机制的内在逻辑、功能结构与互动关系，提出“动态耦合—协同嵌套

—价值升维”的机制运行模型，解释企业如何在三重机制的共振中完成角色跃升，并据此探讨制

度协同的优化路径。

（一）市场机制：从需求牵引到结构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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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在企业角色跃迁中的首要作用，是提供需求牵引与资源配置的基本逻辑。对于企业

而言，教育参与的最终落点仍然是提升组织绩效、保障人力资本供给与推动技术更新。在市场导

向日益强化的产业背景下，企业必须持续获取高素质、匹配度高、具备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人

才。因此，企业进入教育系统的首要动因，源于对“人力资源与组织能力”的结构性渴求。

从结构功能角度看，市场机制对企业教育角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

场需求变化促使企业提前介入人才培养环节，通过课程设计、技能评估与实训合作，实现“岗位

导向”向“能力导向”的跃升；第二，市场竞争压力倒逼企业构建教育服务能力，使其在人力资

本配置方面形成组织化与流程化能力；第三，市场反馈机制为企业教育行为提供绩效衡量标准，

推动教育协同从表层参与走向实质性赋能。

然而，市场机制在释放教育参与动能的同时，也存在两类结构性张力：一是短期性与长期性

之间的矛盾，即企业在劳动力配置中更注重近期效益，而教育系统则需面向长期育人成果；二是

个体最优与系统效率之间的张力，即企业行为若以自身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可能导致教育资源过

度分散、协同难度加大。因此，单一市场逻辑无法自动实现制度优化，需要与政策机制相互协作、

互补调节。

（二）政策干预：从外部激励到制度嵌套

政策机制是企业角色跃迁的“制度引擎”，在初始阶段尤其重要。国家对产教融合的战略性

引导，如“双元制”“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政策安排，直接决定了企业参与教育的边界、方

式与激励强度。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教育市场尚不成熟的环境中，政策对企业行为具有明显的

方向性与诱导性。

政策机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企业产生影响：第一是制度授权机制，为企业提供参与课程体

系建设、师资评价、教育质量评估等治理事务的“制度合法性”；第二是资源激励机制，通过财

政补贴、项目支持、税收优惠等手段缓解企业教育投入的成本压力；第三是行为规制机制，如企

业教育责任的立法要求、人才供需数据库对接等，推动企业从自愿参与走向制度性履责。

但政策机制的运行也并非无条件良性。在实践中，部分地区政策干预存在短期化、碎片化、

指标导向过强等问题，导致企业“为申报而协作”，而非基于教育价值逻辑进行深度合作。此外，

政策激励机制若未能与绩效评价、平台资源、行业标准紧密挂钩，也易产生“激励失效”与“依

赖性行为”。

因此，优化政策机制的关键在于提升其“结构耦合性”，即政策应与市场机制形成动态互动，

与知识流动形成制度联动，推动企业从被动响应向制度共治转型。

（三）知识流动：从工具中介到价值协同

知识流动是企业角色跃迁过程中的中介机制。相较于市场与政策的结构硬约束，知识作为一

种“软要素”，通过人才流动、课程开发、项目合作等方式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穿梭，推

动能力重构、组织学习与制度创新。

知识机制的作用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纵向流动”，即高校、科研机构将基础研究成果、

教学设计方法与教育理念导入企业，提升企业教育服务能力与技术创新基础；二是“横向协同”，

即企业之间、高校之间通过平台共享、联合研发与知识标准共建，实现协同进化。

尤其在“项目制合作”与“平台化运行”机制中，知识流动成为企业制度嵌套与能力内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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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纽带。例如，通过双导师制、共建课程、开放实验室等机制，企业可将原本隐性的知识需求

转化为系统化的教育能力。与此同时，知识机制也反哺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使三者形成“供需

—制度—能力”三元互动闭环。

但当前知识流动仍面临诸多障碍，如企业与高校之间认知差异、隐性知识迁移难度、知识产

权归属模糊、缺乏有效的技术经纪制度等。因此，构建高效知识治理机制，是企业实现战略跃升

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

（四）三重机制的协同结构与动态耦合逻辑

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的角色跃迁，是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三者协同演化的结

果。三重机制之间并非并列运行，而是存在主次交替、功能互补与阶段嵌套的动态结构。根据企

业成长阶段与组织能力演化路径，可将三者之间的协同逻辑划分为以下三种结构形态：

第一，初创阶段以“政策驱动—知识介入”为主。政策提供制度窗口与资源支持，知识机制

介入帮助企业快速构建教育能力，市场机制此时尚未形成规模压力。

第二，发展阶段以“市场牵引—政策调节—知识共创”为特征。市场需求激发企业深度参与

教育系统，政策起到调节分配资源、引导方向作用，知识机制贯穿全过程，推动教育内容、教学

方法与产出模式持续迭代。

第三，成熟阶段以“知识主导—平台治理”为主导。此时企业已具备稳定的教育功能，政策

退居保障与环境营造角色，市场成为反馈机制，知识机制转化为平台制度与组织规范，实现教育

能力的制度再生产。

因此，企业战略角色的跃迁路径，并非固定公式，而应根据机制主导功能的动态变化进行阶

段性制度设计与组织调整，最终形成“市场—政策—知识”三重协同的产教融合治理新范式。

五、研究结论与制度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组织逻辑与制度演进路径，围绕企业如何实现从教育系统

的外围参与者向核心价值共创者的角色跃迁，构建了一个以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与知识流动为核

心维度的三重机制分析框架。在理论建构与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角色具有阶段性特征，分别可划分为“教育参与者”“协同合作

者”与“价值共创者”三个发展阶段。这一角色演进路径具有渐进性与协同性，表现为企业组织

能力、制度认同与战略认知的同步提升。

第二，企业的战略跃迁过程是一个由市场逻辑、制度逻辑与知识逻辑共同推动的协同机制。

市场机制为企业提供教育参与的现实需求牵引与绩效回报逻辑，政策机制则构建制度准入框架、

激励机制与行为约束条件，知识机制则作为中介变量，贯穿于组织学习、技术更新与制度嵌套的

全过程。

第三，三重机制之间具有阶段性耦合特征：在初始阶段，政策机制具有引导性功能，知识机

制提供能力支撑；在中期阶段，市场机制转向主导，政策机制协调资源分配，知识机制强化组织

创新；在成熟阶段，知识机制主导教育内容与平台标准构建，市场与政策则起到反馈与优化作

用。这种“机制主导力的阶段性轮换”是企业角色跃升的根本动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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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企业从“参与者”向“共创者”跃升，并非自动实现，而需具备制度基础、组织能力、

文化认同与协同生态等多重条件。教育系统的开放程度、政府的制度设计能力、行业中介平台的

组织能力以及企业的战略远见，构成了角色跃迁的关键变量。

（二）制度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的深度嵌入与功能跃升，建议从以下五个维度完善制

度环境与政策机制：

第一，提升市场机制的教育配置功能，增强企业教育参与的内在动能。可通过制度授权与市

场激励手段，构建“人才回报—岗位匹配—课程适配”的市场逻辑闭环，推动企业将教育参与纳

入其商业模型与生态战略。在政策层面，需推动教育服务项目化、市场化改革，保障企业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的定价权与反馈权。

第二，优化政策机制的精准干预结构，防止资源错配与行为依赖。建议从“普惠式补贴”转

向“差异化引导 +绩效反馈”机制，增强政策执行的目标导向与动态调整能力。同时，应推动制
度系统整合，避免地方政策碎片化、重复性与申报主义倾向，提高企业政策参与的稳定性与制度

预期。

第三，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知识流动平台，提升企业的教育能力重构效能。建议推动高校

教师入企挂职、企业技术人员进入高校兼职的双向机制常态化，建立联合研发基金与教育内容共

享平台，引导知识机制从单向转移走向制度协同。同时，应鼓励设立第三方知识经纪机构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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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推动隐性知识显性化、组织知识结构化。

第四，推动区域级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打造企业深度嵌入的协同生态。建议以地方政府为

主导，高校为核心支撑，企业为需求导向，联合建立“区域平台 +产业联盟 +治理规则”的多元
协同机制。通过平台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企业与高校共建标准、共担责任、共享收益，提升教育

资源的结构效率与制度响应能力。

第五，建立数据驱动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提升政策调节的精准性与治理智能化水平。应推动

教育投入产出、企业参与绩效、学生发展轨迹等多维数据的统一采集、互联互通与动态分析，构

建“试点—反馈—优化”的政策闭环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对企

业教育行为的可视化、动态化治理能力，实现政策与行为、制度与绩效之间的实时调适。

（三）研究展望与未来方向

本文在理论框架与机制建构方面作出初步探索，但仍存在以下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

方向进一步深化：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为主，尚未开展系统的实证检验。后续可

通过问卷调查、结构方程建模或多案例对比等方法，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外推性。

其二，在区域与产业异质性方面，本文主要从通用机制出发进行分析，未充分揭示不同区域、

行业、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角色跃迁路径差异。未来可结合中国东中西部、泰国、越南等新兴国家

不同治理背景下的企业教育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全球南方国家制度移植与企业教育治理之

间的互动关系。

其三，本文聚焦于企业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角色转型，尚未涉及其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继续教育等多教育层级中的跨域角色表现。未来可从“终身学习链条”视角出发，研究企业在教

育全过程中的功能分布与价值重构。

其四，在国际化语境下，企业教育行为与全球人才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跨国教育治理之间

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建议未来引入全球治理、制度扩散与比较教育政策等理论，拓展本土经

验的全球适配性与理论贡献力。

综上所述，企业在产教融合体系中的战略角色跃迁，是实现教育现代化、促进人力资本优化

配置与推动区域协同创新的关键机制。构建以企业为重要治理主体、以知识为协同资源、以制度

为支撑结构的融合型教育体系，将是未来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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